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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行为类别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３４个城市的调查

王　磊　钟　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基于对中国城市公民环境行为状况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公民环境行
为可分类为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并且公民私人环境行为水平要明显高于公
共环境行为水平，同时在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的基础上，初步检验了阐释政
府－社会关系的“控制－依赖”理论，确证“控制－依赖”理论对我国公民环境保护运动和环
境行为发展具有一定解释力。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认为政府通过调整自身角色功能、
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引导公民环境行为，使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是
破解“控制－依赖”套结作用、提升公民环境行为参与水平、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可行
路径。
关键词：环境行为；控制－依赖；私人环境行为；公共环境行为；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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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来自中国３４个大中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公民环境保护行
为（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对以往研究结论进行初步验证的同时，进一步对用以解释我国
环境保护运动发展逻辑的“控制－依赖”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一、研 究 现 状

就公民环境保护行为（环境行为）模式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少，如王琪延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发现，中国和日本两国公众的环保行动“更多集中于日常环保行为，公益环保
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①而此处的日常环保行为更多地涉及下文中的私人环境行为，公益环保
活动更多指向公共环境行为；王凤在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个人环保习惯和
公共环保行为。②相对比，国外学者此方面的研究更为成熟。Ｓｔｅｒｎ区分出三类环境行为，其一
为以社会运动中的极端积极参与为特征的环境行动主义，其二为以请愿和游行为典型的公共空
间中的非积极环境行为，其三为以绿色消费和家庭节能为典型的私人空间行为。③但第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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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种行为之间的区分度在实证方面并没有获得较好的支持。Ｈｕ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ｓ通过对相关调
查数据的分析，仅发现环境行为可以被区分为两个维度———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④而
公共行为正是对Ｓｔｅｒｎ三分法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行为的整合。Ｈａｄｌｅｒ和 Ｈａｌｌｅｒ在承继 Ｈｕ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ｓ的基础上，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公共的环境行为在不同国家间是非常类似的，而私人
的环境行为更强地受到了地方具体情况的影响。⑤之后，Ｈａｄｌｅｒ和 Ｈａｌｌｅｒ通过对大量的时序数
据的分析（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发现，在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０年这段时期内，两类行为随时间
发展在不同国家间分别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即每种行为维度上的国家间差异正逐渐减少，同
时类同于公共环境行为的行动主义环境行为在减少，而私人的环境行为在增加，⑥并得到了其
他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支持。⑦ 综合来看，就环境行为模式而言，国外公众在此方面的行为类别大
体可以划分为两类：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私人环境行为侧重于公民个人生活中的环
保行为，诸如垃圾分类、节约能耗等；而公共环境行为通过对行动主义的强调而更加注重通过公民
更大付出，以组织化的、甚至带有激进色彩的方式来实施，诸如请愿、游行、参加环保组织等。
就环境行为意愿或态度的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多从以下角度来分析，包括环

境知识水平、社会背景、公共意识、道德水平、居住地以及其他人口统计因素（例如，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特征、户籍类别）；相比较，国外学者除了对以上因素进行分析以外，
还会关注到经济发展水平或增长的繁荣度、国际联系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婚姻状况、宗教信
仰、社会等级、政治倾向、媒体作用等因素。就环境知识水平而言，现有研究多认为，环境知识对
环境行为或态度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⑧ 以性别而言，多数研究认为女性在环境行为意愿或态
度方面的水平表现要显著高于男性，⑨虽然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如 Ｈａｙｅｓ对多个国家的调查分
析后发现，男性和女性在环境态度上并不显著。瑏瑠 以年龄而论，多数研究表明年龄对环境意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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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负作用，瑏瑡但同时，年龄对环境行为和意向没有显著影响作用，②瑏瑢而钱淑娟等人的研究结论
显示出年龄对环保意识和行为都存在显著影响。瑏瑣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学者们普遍证实受教育
程度会对公民环保行为意愿或态度产生显著作用或显著正向作用。瑏瑤 另外，就经济发展水平、国
际联系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公共意识、个人对环境污染所持的态度、媒体作用、宗教信仰和经
济收入等其他因素而言，学者们在研究中对其涉及较少，且就其作用方式存在较多分歧。瑏瑥 总
之，环境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就目前来看，学界仅对少数因素的影响方式达成基本共识，其他
方面则分歧较多。
在包含组织要素的情况下，公民环境行为即可转化成为环境保护运动，而环境保护运动本

身是社会运动的一个范例，从根本上来说，对环境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和归结为对政府－社会关
系的探究，而环境问题产生的源头便是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出现相应问题。针对环境问题根源于
社会关系这一视角，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框架，且基本可划分为激进立场与温和立场。
激进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源于国家－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控制－服从”模式，并且在环境治理和环境
运动方面支持“控制－反抗”的路径；瑏瑦温和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源于国家－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控制－
依赖”模式。瑏瑧 随着西方各国在关于环境问题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激进观点已明显失势，温
和派观点越发有力。就中国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研究，学界在环境问题的原因和动力等方面
仍存在诸多分歧，且相关研究缺乏对当代中国环境保护运动发展历程的系统性的观察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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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瑏瑨 在对当前社会运动理论和环境保护运动研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环境保护运
动发展历史的总结和分析，严敏主张应从政府与社会关系这一个层面去思考中国环保运动，而
这种国家－社会关系表现为控制－依赖的套结关系。瑏瑩 对此，本研究从环境行为角度将对控制－依
赖理论进行拓展和初步检验。
总之，就目前研究现状看，我国公民环境行为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对行为

类别的探讨多浅尝辄止，这也进一步造成不同研究就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给出了诸
多含混不清甚至充满矛盾的结论；其二，对理论的分析缺乏更为严谨的数据实证支撑，使得理论
自身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确证，如颜敏通过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分
析，并提出“控制－依赖”这一理论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环境保护运动，而该理论也是本研究将试图
给予初步检验的；而且更多实证研究在样本代表性、研究对象的群体范围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这也使得相关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偶然性等问题。

二、研 究 设 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是关于中国城市公民环境行为方式及意愿状况的一个实证性研究，该项调查是由上

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５月间完成，数据的收集是通过国际先
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ＣＡＴＩ）获得，样本覆盖了来自全国３４个主要城市的居民，
这些城市包括北京、长春、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贵阳、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
特、济南、昆明、兰州、南昌、南京、南宁、宁波、青岛、上海、深圳、沈阳、石家庄、太原、天津、武汉、
西安、西宁、厦门、银川、郑州、重庆。本次调查按每个城市１００个样本量抽取，共随机抽取３４００
个有效样本，且在性别比例、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级等方面较好地实现了均衡性和
代表性。

（二）研究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涉及的因变量为公民的私人环境行为和意愿及公共环境行为和意愿，而自变量主

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为人口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党员身份
和时政关注度（时政关注）；第二类为问题型变量，包括城市综合污染程度（综合污染）、污染对身
体伤害度（污染伤害）、城市政府治污表现（政府治污表现）、环境污染原因了解度（污染原因了
解）和ＰＭ２．５了解度（ＰＭ２．５了解）；第三类为制度型变量，包括环保信息透明度（信息透明）、中
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公民环境行为可主要分为两类———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本研究

将基于中国情境，对其在类型学划分上的适用性进行确证，同时在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的
基础上拟进一步对用以解释我国环境保护运动发展逻辑的“控制－依赖”理论进行初步实证检验。

“控制－依赖”结构的形成源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对赶超现代化目标任务的一致认同，并在后来
促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当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并威胁到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控制－依赖”
结构及其合法性时，政府随之推行和促进环境保护运动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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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也逐渐加强，并进一步巩固“控制－依赖”结构自身，最终形成一种越发紧密的套结关系。瑐瑠

在各种内外部因素作用下，该种结构关系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就本研究而言，我们并
不试图对其进行全面深入检证，而是侧重关注从公民个人心理角度，这种依赖性是否存在，并将
如何表现，从而对“控制－依赖”理论的合理有效性做出初步检验。就社会一方而言，若从社会组
织层面论，“控制－依赖”模式可能具有更高且更显著解释力，这可从各类社会组织的建立、运
作、发展、资源分配等各方面所受政府的控制程度来得到较为直观的证实；但若将“控制－依
赖”理论进行推广并置于社会个人层面来检验，将对该理论的解释力及中国目前环境运动发
展状况会有更为精确的认识。由于“控制－依赖”模式的套结作用强调了控制的加强会促进依
赖的加强，而依赖的加强也会反促控制的加强，瑐瑡两者基本遵循一种互长消的发展逻辑，加之
对“控制”因素测量的困难性，我们重点分析“依赖”因素，但同样可间接评估“控制”因素的发
展状况。对依赖因素的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情况来进行，并且我们
在本研究中强调对依赖因素所指向的一种依赖心理倾向进行考察。我们将目前影响公民环
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因素，主要涉及人口基本统计特征变量；第二
类为问题因素，主要涉及污染状况和政府治污表现等；第三类为制度因素，主要涉及人们对现
行制度的态度。如果“控制－依赖”模式适切于目前中国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状况，且在公民个
体心理层面上存在较为强烈的依赖性，这将导致公民在考虑是否参与环境行为及参与水平高
低这些问题时，首先认定政府是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的首要责任人和主导者，且公民环境行
为，特别是公共环境行为，会受到政府治污表现的显著影响，即政府的良好表现会有效改善和
促进公民的公共环境行为；同时，外部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不会显著地促进公民个体环境行
为水平的提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以对“控制－依赖”理论进行初步检验：

１．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甚至已对身体构成明显伤害时，也并不会显著提升公民的环境行
为意愿，即城市综合污染程度和污染对身体伤害程度均与环境行为意愿不显著相关。

２．若公民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任，而非公民个人去承担，我们由此推断，如果想让公民
个人为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那么政府首先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将是一种前提条件并
促进公民环境保护行为意愿的提升，即城市政府治污表现和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等政府行为绩效
与公民环境行为意愿显著正相关，且该种正相关性突出体现在公共环境行为方面。

３．如果公民就治污问题对政府有较强依赖性，则同时表明公民对现有体制所具备的相关能
力和所应承担的相应职责是抱有较高期许的，因而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依赖性越强，则体制支持
度越高，同时环境行为意愿也越低，即体制支持和环境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三、实 证 分 析

（一）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基于对不同环境行为方式及意愿的主成分分析
为探究我国公民环境行为类别、特征和发展水平，我们拟对六种具体且有代表性的环境行

为进行测量和分析，包括参加环保游行（环保游行）、为环保组织做义工（做义工）、为环保组织捐
款（捐款）、放弃燃放鞭炮和焰火（弃燃鞭炮焰火）、用购物袋购物、垃圾分类。依据表１，多数人对
这六种行为均表达出愿意或十分愿意的态度水平，只有环保游行没达到绝对多数水平，并有最
大比例人群（３９．６％）明确表达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表明公民可能出于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
对环保游行缺乏兴趣或信心，但总体上人们对其他五种方式给予了更多支持和认可。此外，该
表数据显示公民就具体环境行为方式存在两类具有明显区别的行为类别：第一类包括环保游

７６

瑐瑠

瑐瑡

颜敏：《红与绿———当代中国环保运动考察报告》，上海：上海大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３－１２７页。
颜敏：《红与绿———当代中国环保运动考察报告》，上海：上海大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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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做义工和捐款；第二类则涉及弃燃鞭炮焰火、用购物袋购物和垃圾分类。相比较，人们对第
二类给予了更高程度的支持，而对第一类则有更高比例的人群表达出不支持态度，通过进一步
分析，我们认为人们在面对不同环保方式时，会倾向于选择诸如垃圾分类、用购物袋购物或弃燃
鞭炮焰火这些物质或时间成本较低的方式，而对捐款、做义工和环保游行这些物质或时间成本
比较高的方式表现出较低兴趣，这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以上发现初步表明，公民环
境行为存在两种模式，且其在行为特征、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对其进一步验证和分
析，我们拟就相关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１　环境保护不同贡献方式及其意愿度（％）

意愿度

环境行为具体方式
非常愿意 愿意 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说不清

环保游行 ２．５　 ４４．１　 ３７．４　 ２．２　 １３．８
做义工 ４．５　 ７２．６　 １３．３　 ０．４　 ９．２
捐款 ２．７　 ６０．８　 １８．２　 １．３　 １７．０

弃燃鞭炮焰火 １６．３　 ５５．９　 １６．０　 １１．１　 ０．６
用购物袋购物 １６．１　 ７１．０　 ８．６　 ０．３　 ４．０
垃圾分类 １５．５　 ７６．９　 ３．７　 ０．３　 ３．６

　　为更好对公民环境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拟根据六种常见环境行为方式进行主成分分
析，而测量这六种方式的问题。这六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常见的环境行为方式。

表２　因子分析法有效性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指标检验统计量（ＫＭＯ） 度量 ０．６８２

巴特利特（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１５７５．５８４
１５
０．０００

　　本文利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中的因子分析过程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球形度检
验结果显示：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值＝１５７５．５８４，Ｐ＜０．００１，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而 ＫＭＯ值＝０．６８２，这
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被接受。

表３　环境保护贡献意愿方式的旋转成份矩阵

测度指标
成份

１　 ２
１．环保游行 ．７６０
２．做义工 ．７２３
３．捐款 ．６３３
４．用购物袋购物 ．７４１
５．垃圾分类 ．６９１
６．弃燃鞭炮焰火 ．６１４

　　表３是主成分分析的旋转成份矩阵，用来对因子贡献大小进行度量，且其绝对值越大，贡献
也越大。结合表４，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３１．９３２％，且该主成分替代了环保组织捐款、
为环保组织做义工和参加环保游行这三个指标的作用，结合前文中对私人环境行为内涵的阐
述，本研究将该主成分命名为公共环境行为；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１８．７４１％，替代了垃
圾分类、使用购物袋购物和放弃燃放鞭炮焰火这三个指标的作用，结合前文对私人环境行为的阐
释，同样可以被命名为私人环境行为。另外，根据表４可以观察到前２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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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因子对方差解释的累积贡献率达到５０％以上，所以，本文将选择这２个主成分做回归分析。

表４　各主成份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１．９１６　 ３１．９３２　 ３１．９３２　 １．９１６　 ３１．９３２　 ３１．９３２　 １．５６０　 ２５．９９５　 ２５．９９５

２　 １．１２４　 １８．７４１　 ５０．６７３　 １．１２４　 １８．７４１　 ５０．６７３　 １．４８１　 ２４．６７８　 ５０．６７３

３ ．８６９　 １４．４８５　 ６５．１５８

４ ．７６６　 １２．７７２　 ７７．９３０

５ ．６７３　 １１．２２４　 ８９．１５４

６ ．６５１　 １０．８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

（二）环境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
本文拟分别以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为因变量，以城市综合污染（综合污染）、污染

对身体伤害（污染伤害）、城市政府治污表现（政府治污表现）、环境污染原因了解度（污染原因了
解）、ＰＭ２．５了解度（ＰＭ２．５了解）、政府环保信息公开（信息透明）、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
任、体制支持及相关人口基本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党派身份和时政关注
度）为自变量，进行 ＯＬＳ线性回归建模。关于问题因素变量，表５显示了城市综合污染度和政
府治污表现变量及统计结果，而表６显示了污染对身体伤害变量及统计结果；就制度因素变量
而言，我们使用“您认为政府对关于环保方面的信息是否公开”、“中央政府总是想为老百姓做正
确有益的事情，您同意吗”、“您所在的城市政府总是想为老百姓做正确有益的事情，您同意吗”、
“中国面临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您的态度为以下哪种”，分别对信息透明、中央政府信任、地方
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变量进行测量，且体制支持的问题选项包括：１）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没必
要做任何体制改革；２）我们可以通过渐进的改革，逐步解决这些问题；３）我们必须要对现行体制
做根本的变革。

表５　城市公民对相应城市综合污染程度和治污表现的评价（％）

分值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Ｔｏｔａｌ

城市综合污染 ５．８　 ４．４　 ３．８　 ７．１　 ６．６　 ２０．８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２．９　 ４．０　 ７．２　 １００．００

政府治污表现 １４．４　 ５．５　 ３．６　 ５．５　 ６．１　 ２０．１　 １２．７　 １１．６　 １２．６　 ３．９　 ４．１　 １００．００

注：１表示污染程度非常低或治污表现非常差，２表示污染程度非常高或治污表现非常好，０表示不知道。

表６　您认为您所在城市的污染对您的身体有多大伤害？（％）

污染伤害程度 没任何伤害 没多大伤害 说不清 有一些伤害 有很大伤害 总计

百分比 ４．８　 ２３．２　 ４．１　 ５１．４　 １６．６　 １００．０

　　为揭示公民私人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构造了如表７所示的３个 ＯＬＳ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１、２和３）。不同的回归模型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各解释变量在不同组合下对私人环境行
为的影响作用。模型１为考虑了公民个人因素和问题因素的模型，用于分析公民个人特征变量
和相关环境问题对私人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２为考虑了公民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回归模
型，侧重反映制度因素对私人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３为包括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以便较
为全面反映个人因素、问题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方面对私人环境行为的影响。
模型１显示，在控制问题因素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时政关注度变量均与私人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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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高的私人环境行为意愿，年龄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者
越倾向接受私人环境行为，对时政关注度越高的公民倾向拥有更高私人环境行为意愿。另外，
该模型显示在“问题因素”组合中的污染原因了解度和ＰＭ２．５了解度均与私人环境行为强显著
正相关，表明拥有更高水平环境知识的公民会倾向拥有更高水平的私人环境行为意愿，而综合
污染度、污染伤害度以及政府治污表现均未能对私人环境行为构成显著影响；模型２显示，在控
制制度因素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时政关注度仍与私人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此外，中
央政府信任度与私人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公民所持有的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则
越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私人环境行为意愿，同时地方政府信任度与私人环境行为不统计显著。此
外，体制支持度与私人环境行为强显著负相关，表明对体制支持越高的公民则会拥有更低的私
人环境行为意愿，即对体制支持度越低则越可能拥有更高的私人环境行为意愿；模型３为加入
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变量的增加使得模型３的解释程度有进一步提高。通过对模型
３中所有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比较可知，性别对私人环境行为影响最大，其他依次为中央
政府信任、教育程度、年龄、污染原因了解、ＰＭ２．５了解、体制支持和时政关注，且体制支持为负
向作用。最后，根据拟合优度 Ｒ２可知，这些解释变量仅能对私人环境行为构成１０．９％的解释
度，说明还有其他未被纳入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进一步构造了如表７所示的３个ＯＬＳ线性回归模型（模型４、５和６），以分析公民公共

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４为考虑了公民个人因素和问题因素的模型，用于分析公民个人特
征变量和相关环境问题对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５为考虑了公民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回
归模型，重点反映制度因素对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６为包括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综
合反映各解释变量对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
模型４显示，在对问题因素控制后，性别与公共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女性比男性拥有

更高公共环境行为意愿；年龄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负相关，表明较高年龄的公民比较低年龄
的公民拥有更低水平的公共环境行为意愿；时政关注度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表明从
一侧面反映公共精神的时政关注度越高，则公民的公共环境行为意愿越强。另外，政府治污表
现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这反映出公民在考虑是否选择公共环境行为时会首先对政府
治污表现进行考量，只有当政府在治理污染方面努力和有效地履行自身角色功能，公民个人出
于平衡心理才会选择参与该行为模式，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公共精神。此外，污染原因了解度
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而ＰＭ２．５了解度与公共环境行为不显著相关，表明相对于较为
专业化的环境知识而言，一般性环境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环境行为意愿；
模型５显示，与模型４相比，在对制度因素控制后，性别、年龄和时政关注度与公共环境行为之
间的影响作用变化不大。就制度因素而言，信息透明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
着政府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公民在公共环境行为意愿方面也会有所增强。由于政府在信息透明
方面表现良好，从而使得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感，促进公民个人在公共精神方面
的提升并愿意为公共利益付出更多努力。中央政府信任度与公共环境行为弱显著正相关，而地
方政府信任度与公共环境行为不显著相关，反映出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对公民环境行为
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体制支持与公共环境行为强显著负相关，表明对体制的支持度越高则
越倾向于拥有更低的公共环境行为意愿，因而假设３成立；模型６显示，更多解释变量的加入使
得该模型所获得的解释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同时对问题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控制后，性
别、年龄和时政关注度与公共环境行为之间的影响作用变化不大。与模型４和５相比，教育程
度与公共环境行为开始呈现弱显著负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可能拥有更低水平的公共
环境行为意愿。由于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在选择是否进行公共环境行为时，面临着更高的时
间和经济方面的成本，加之有些公共环境行为有一定程度的极端性，因而出于理性计算考虑会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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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城市公民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私人环境行为 公共环境行为

模型１
（问题）

模型２（问题）
模型３

（问题 ＆制度）
模型４
（问题）

模型５（问题）
模型６

（问题 ＆制度）

性别
０．２２１＊＊＊

（１３．０５７）
０．２１６＊＊＊

（１２．８５４）
０．２２１＊＊＊

（１３．１２３）
０．０４５＊＊

（２．６１４）
０．０４４＊

（２．５３６）
０．０４３＊

（２．４７８）

年龄
０．０９９＊＊＊

（５．６０４）
０．１０４＊＊＊

（５．９４０）
０．０９８＊＊＊

（５．５４３）
－０．１０２＊＊＊

（－５．６６４）
－０．１０１＊＊＊

（－５．５９９）
－０．０９９＊＊＊

（－５．４８５）

教育程度
０．１１０＊＊＊

（５．７０５）
０．１５１＊＊＊

（８．１０３）
０．１１５＊＊＊

（５．９２７）
－０．０３８
（－１．９００）

－０．０３１
（－１．６２８）

－０．０３９＊

（－１．９８７）

经济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１
（０．６３１）

０．００７
（０．４３５）

－０．０２９
（－１．６５５）

－０．０２５
（－１．４２９）

－０．０２０
（－１．１６７）

党员身份
０．０３０
（１．７４５）

０．０２７
（１．５５８）

０．０２５
（１．４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３８１）

－０．００９
（－０．５４０）

时政关注
０．０５８＊＊＊

（３．３３８）
０．０５６＊＊＊

（３．２３０）
０．０３６＊

（２．０８３）
０．１８６＊＊＊

（１０．４９９）
０．１８０＊＊＊

（１０．１９６）
０．１７２＊＊＊

（９．５８６）

综合污染
０．００６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８５０）

０．０１９
（１．０８０）

污染伤害
０．０２７
（１．５６５）

０．０２４
（１．４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９５０）

０．０１６
（０．９１５）

政府治污表现
０．００６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３０）

０．０６６＊＊＊

（３．９０６）
０．０４９＊＊

（２．８２３）

污染原因了解
０．０７３＊＊＊

（４．１８４）
０．０７１＊＊＊

（４．０７６）
０．０８７＊＊＊

（４．９１６）
０．０８２＊＊＊

（４．６１０）

ＰＭ２．５了解
０．０６４＊＊＊

（３．５６７）
０．０６６＊＊＊

（３．７２３）
－０．０３３
（－１．８２４）

－０．０３３
（－１．７９１）

信息透明
０．０１１
（０．６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７４４）

０．０７３＊＊＊

（４．３１８）
０．０６６＊＊＊

（３．８０４）

中央政府信任
０．１２１＊＊＊

（６．１５６）
０．１２０＊＊＊

（６．１５０）
０．０４８＊

（２．４０２）
０．０４８＊

（２．４１９）

地方政府信任
－０．０１２
（－０．６３５）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６
（０．３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２４２）

体制支持
－０．０６１＊＊＊

（－３．６１８）
－０．０５０＊＊

（－２．９６９）
－０．０７７＊＊＊

（－４．４９１）
－０．０６７＊＊＊

（－３．８９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１２３） （－１３．１２６） （－１４．１２０） （－７．０９５） （－４．９５２） （－６．６５０）

Ｒ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０

Ｆ值 ３１．９３４　 ３６．８３１　 ２７．７１４　 １７．３０９　 １９．４８２　 １５．３５５

Ｎ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４００

注：以上统计数据为标准化系数，且括号内为ｔ值；＊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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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放弃采纳该类行为。此外，市政府治污表现、污染原因了解度、信息透明度、中央政府信任
度和体制支持度分别与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变化不大，只是对该类行为的影响力有一定程
度上的减弱。最后，根据拟合优度 Ｒ２可知，这些解释变量仅能对私人环境行为构成６．４％的解
释度，还有其他未被纳入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有待探究。
综合以上两组模型，各相关解释变量对私人环境行为的综合解释力度要明显高于公共环境

行为。比较模型３中所有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性别对私人环境行为影响最大，其
他依次为中央政府信任、教育程度、年龄、污染原因了解、ＰＭ２．５了解、体制支持和时政关注，且
体制支持为负向作用。同样针对模型６而言，时政关注对公共环境行为影响最大，其他依次为
年龄、污染原因了解、体制支持、信息透明、政府治污表现、中央政府信任、性别、教育程度，而年
龄、体制支持和教育程度均为负向作用。通过对各组解释变量对相应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排序
的对比分析来看，我们发现私人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序列与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序列大致
呈现出相反趋势，如时政关注在私人环境行为组别中具有最低影响度，而在公共环境行为组别
中却有最高影响度，这一结果表明公共环境行为比私人环境行为要求更高的公共精神。另一个
形成重要对比的因素是年龄，年龄对私人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公共环境行为有显著
负向作用，表明年轻人群更倾向支持公共环境行为，而较年长人群则更支持私人环境行为。由
于研究所限，本研究无法排除生命周期效应，这种差异可能反映年长群体趋向保守，而年轻群体
则更趋向激进；但这也可能是对基于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的代际价值观变迁理论反映。瑐瑢 关
于性别，对私人环境行为的但对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则基本处于最弱，反映出虽然女性
比男性有更高的环境行为意愿，但这种特征更多的反映在私人环境行为方面。关于信息透
明，环保信息透明可以显著促进公民支持公共环境行为，但对私人环境行为没有显著作用，表
明公民的公共环境行为对政府在环保信息透明度方面的表现有显著依赖性。就政府信任方
面而言，中央政府信任主要与公民私人环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公共环境行为的相关性
则很弱；而地方政府信任与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均无显著相关性。整体来看，政府
信任因素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此外，对体制支持
度较高的人群则同时拥有更低程度的私人环境行为意愿和公共环境行为意愿，同时表明假设
３成立。
最后，通过比较模型３和６，城市综合污染程度与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均无显著作

用，政府治污表现和信息透明均与私人环境行为没有显著作用，而与公共环境行为均有比较强
显著正向作用，同时体制支持与私人环境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公民在污
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对政府存在显著的依赖性，且这种依赖性突出表现在公共环境行为方
面，而这也是控制－依赖理论所侧重解释的方面，并对环境保护运动更具代表意义。就中国城市
公民而论，假设１、２和３均成立。另外，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公民具有较强依赖性的情况下，
公民同时表现出了对体制的较高支持和对政府（中央政府）的较低信任度，这一结果恰恰反映出
公民内心中所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瑐瑣 由此，针对阐释当代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控制－依赖理论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控制－依赖模式的套结作用强化了公民在心理上对政府作用的过
度信任和依赖，同时使得他们对自身社会责任忽视且持有较低水平的公共精神。在此，环境行
为意愿实为对公共精神的一种具象化反映，且它们均成为控制－依赖模式的心理后果并受到控
制－依赖模式效应的加强。同时，公共精神水平自身并不能成为改善公民环境行为状况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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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６－１０６页。
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１４４页；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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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相反，控制－依赖模式才是“解套”关键。

在对３４个城市的３４００份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因素对公民不同环境
行为模式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从公民个人心理角度就“控制－依赖”理论对我国公民环境行
为和环保运动的解释力进行了初步检验。结果表明，“控制－依赖”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合理
性。此外，就我国城市公民环境行为的特征和趋势而言，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公民在环境行为
方式上可以分类为私人环境行为模式和公共环境行为模式，并与国外普遍流行的公民环境保护
行为方式类别相同；从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城市公民在私人环境行为方面的发展水平要
高于公共环境行为；此外，中国城市公民在环境行为参与意愿方面———尤其公共环境行为———
具有显著的依赖心理，并且这种依赖心理受到控制－依赖模式套结作用的强化。依赖心理的
结果表现便是公民公共精神水平的弱化，并具象化为对环境行为的低度支持和参与。
本研究认为，针对目前我国公民在环境行为方面所存在的特征趋势及其背后影响因素，为

改善公民在环境行为方面的支持和参与水平，应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考虑：其一，就环境行为整
体而论，应提高公民环境知识和男性环境意识和行为；其二，就不同环境行为分而治之，应分别
着意提升低龄、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私人环境行为水平和高龄、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公共
环境行为水平；其三，控制－依赖模式是弱化公共精神水平和环境行为参与意愿的更深层驱动力，
因而对该模式的有效调整将成为破题关键，但这并非是要完全打破“控制－依赖”的套结，而是要
对政府的控制范围、方式等作出调节，就改善公民环境行为水平而言，政府作为特殊的公共性组
织无法摆脱在污染治理方面所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政府应积极参与和引导环境治理，
以制度化方式吸纳和发展公民环境行为，突出公民个人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纾解“控制－依
赖”模式套结作用中的张力，实现对环境良好治理与提升公民公共精神水平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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